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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第十六辑

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看应急语言服务的
学科属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外国语学院 田海龙

提  要：应急语言服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服务国家需求的实践层面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在

理论层面引发学者的许多思考，其中就包括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本文基于社会语言

学源于语言学家对社会生活中语言问题的研究这一观点，提出应急语言服务属于社会语言学研

究范畴的命题，认为应急语言服务尽管有语言应用方面的特点，但在本质上更接近社会语言学

的学科特征。如此对应急语言服务进行理论思考，对于认识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有所帮助，

亦有利于应急语言服务在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关键词：应急语言服务；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

1  引言

应急语言服务是指在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监测、快速处置

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提供的快速救援语言产品、语言技术或参与的语言救援行动，

包括中外语言翻译、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方言及残障人手语的翻译，以及救灾语

言软件研发、灾情信息传播、抗灾语言资源管理、应急语言标准研制、急救语言

培训、语言治疗与康复以及语言咨询与危机干预等内容（王立非，2020）。近几

年，随着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中语言问题的突显，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对语言服务的需求，应急语言服务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反映在实践层

面，也体现在理论层面（张馨元 等，2021）。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为抗击疫情做

出了贡献，也为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基础。同时，应急语言服务的理

论探索也将为进一步完善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提供学理支撑。本文将在讨论应急

语言服务实践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社会贡献的基础上，讨论应急语言服务理

论探索的现状，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通过讨论应急语言服务与社

会语言学起源的关联度，论述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

2  应急语言服务实践及其社会贡献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应急语言服务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20 年

初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全国各地派出医疗队支援武汉，不同地区的方言在

医患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许多障碍，成为成功抗击疫情和抢救病患过程中亟需解决

的问题。在这方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援鄂医疗队在进驻武汉 48 小时内，组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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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音频材料》及

《护患沟通读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患沟通的效率，也将应急语言服务实践

突显出来。与此同时，在教育部、国家语委指导下，来自高校和企业单位的 40 余

名专家组成“战疫语言服务团”，日夜兼程研发《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积极帮

助援鄂医疗队消解医患沟通的方言障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后，语言沟

通的障碍也超越方言并扩展到不同语言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战疫语言服务团”

又研发了《疫情防控“简明汉语”》，供掌握 1,200 词水平的母语不是中文的人士

使用；同时还研发了涵盖 41 种外语的《疫情防控外语通》，内容包括肺炎诊疗、

防护、出入境须知等，还包括新冠肺炎治疗手册的 6 种外文的翻译版本，以及专

业平行语料库和翻译库，被十余个省级行政单位外事部门采用。“战疫语言服务

团”还策划了病患康复者向疫区国写信的“语言抚慰计划”。所有这些应急语言服

务的实践成果不仅在武汉抗击疫情和抢救病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国

际来华人士也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抗疫的情况和经验，履行

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李宇明 等，2020）。

应急语言服务对抗击疫情的贡献还体现在应急外语翻译服务实践上面。面对

世界各国疫情变得越发严重的局面，我国政府为防止疫情在国内进一步扩散，采

取了“外防输入”的措施。这就需要在机场口岸织起一道严密的防线。为此，国

内一些外语院校组织了应急外语翻译服务工作。例如，按照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的要求，天津外国语大学组建了由专业翻译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共同组成的近

百人应急外语翻译志愿服务突击队。这些应急外语翻译志愿人员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完成了 200 余篇疫情相关新闻报道的外译工作，同时还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首都国际机场、集中隔离点和社区为外籍人士提供 13 个语种的现场翻译、沟通解

释和情绪疏导等服务工作，先后服务近 3,000 多人次。他们还在行业技术和媒体

力量的支持下，录制了英、日、韩、俄、法、德、西、意等 28 个语种的《入境人

员健康提示》微视频，并向海内外推出了 13 个语种的抗疫公益宣传系列微视频作

品，共 3 集，40 个短片，近 250 分钟时长，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强有力的翻译服务

（张馨元 等，2021）。

以上简要回顾表明，应急语言服务在实践层面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重

要贡献。它不仅解决了抗击疫情过程中对语言服务的不同需求，包括方言和外语

的翻译需求，而且也锻炼培养了参与应急语言服务的人才队伍。除此之外，应急

语言服务实践也催生了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为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研究提供了

丰富素材。

3  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及其新议题

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既有微观的个案研究，也有宏观的理论思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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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一个典型研究案例是郑咏滟对一组上海大学生多语翻译志愿者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工作情况的研究（Zheng，2020）。这些志愿者由复旦大学外语学院

的 67 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教师组成，共 67 人。他们的外语翻译工作涉及

10 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波

斯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他们在社区和地方医院翻译《外国人须知》《新冠肺

炎疑似病例问题解答》等书面文件，并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制作成音频在社区或

医院播放。为了了解这些志愿者在提供外语翻译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以及他

们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策略，郑咏滟对其中 8 名志愿者和 1 名社区工作者

共 9 人（男性 2 人、女性 7 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发现他们面临的挑战集

中在时间紧迫、语言能力有限以及专业知识不足三个方面（Zheng，2020）。例

如，接受访谈的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谈到，他们在前期社区排查工作中发现，辖

区内的高档小区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居民，仅用英语没办法有效沟通。

为了在疫情防控期间能够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多语支持，他们就联系到了外文学

院。这实际上体现出疫情突发的特点，志愿者在提供翻译服务之前没有更多的

时间做好准备，特别是专业知识方面的准备。关于语言能力，这方面的困难主

要是因为语种太分散，同时也因为在学校的学习具有文学翻译的特点，很少涉

及医学方面的翻译。如一位志愿者在访谈时说，他们平时翻译的内容都是偏文

学或者是属于文学类的内容，但是现在的翻译内容则是偏医学，未在他们学习

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些专有名词，都需要一个个查。研究也发现了志愿者们

克服这些困难采取的两个策略，一个是跨语种翻译策略，一个是网络合作策

略。例如，志愿者在翻译一些医学术语的时候，先将其翻译成英文，然后把

英文做为一个连接语言，接力翻译成阿拉伯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其

他语言。他们还建立了微信群，和国外的同学取得联系，通过相互合作和借

助互联网提供的翻译技术，有效地克服时间紧、语言和知识储备不足带来的 

挑战。

在应急语言服务的宏观理论思考方面，王铭玉、康喆文（2020）提出 8 个需

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包括社会对语言的需求问题、语言使用和语言服务的区别问

题、语言服务的对象问题、组建志愿者团队问题、语言服务的政策问题、语言服

务的层次问题、语言服务的方式问题以及语言服务的学术问题。李宇明、饶高琦

（2020）则从应急语言服务的领域、阶段、要素、语类四个维度阐述应急语言能力

建设问题，指出应急语言服务涉及三个领域，即语言沟通、语言抚慰、语情监测。

他们在将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基础上，确定了应急

语言能力构成的五个侧面，即治理基础、动员能力、智力资源、数据资源、技术

资源，并据此提出五个分项目标。他们还详细地列出了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

具体内容，包括能力构成层面在不同语言应急阶段的建设内容、语言应急服务领

域可能涉及的任务类型以及应急语言能力效力发挥方面的内容。还有学者反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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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疫情期间的应急语言服务，指出应急语言服务还只是一种对“突然”的应对，

对“急切”的应需，还不是一种“自觉行动”，也没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王铭

玉，2020）。

在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层面，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

考，这就是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有学者将应急语言服务归入应用语言学

领域（张天伟，2020；张馨元 等，2021），也有学者提出“应急语言学”的概念，

将应急语言服务单列为一个学科（王立非，2020）。这些关于应急语言服务学科属

性的观点，对于促进应急语言服务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完善、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入

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也都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入

手，通过探究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语言学在服务社会、解决语言问题等方面的相似

之处，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问题，就教于各位专家。

4  社会语言学的源起及对应急语言服务学科属性的启示

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问题，许多著作、文集和文章都有所论及（Shuy，

2003； Calvet，2003；赵蓉晖，2003；赵蓉晖，2005；张兴权，2005；祝畹瑾，

2013）；但是，由于考察的视角不同，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

认识源自两种不同甚至有些对立的视角。例如，李葆嘉（2020）采用“考据—归

纳—推阐”方法，通过挖掘、辨析和展示原始文献，将相关文献分门别类，进而

做出一些有依据的推断。基于这一方法，李葆嘉（2020）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

特别是对这些文献使用“社会语言学”及其相关术语情况进行梳理，认为当下关

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主张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半叶，并且辨析出西方三

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然而，在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社会语言学之前，只凭

“社会语言学”这几个词出现与否就认定该文献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第几代，会使讨

论的问题更加模糊（田海龙 等，2021）。而且，这种探究社会语言学起源的方法

也没有考虑到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也是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式

和理念背道而驰的。

与李葆嘉（2020）的研究方法不同，海勒和麦克林尼认为，社会语言学作为

一个“新命名”的领域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并指出这个学科之所以

“新”是因为社会语言学是一种将语言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人类学

结合起来的手段，是社会科学为解决发展中遭遇的国际国内社会问题所做努力的

一部分，具体来讲，就是在美国国内解决语言不平等问题，在国外帮助那些新兴

的独立国家解决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问题（Heller et al.，2017）240。在海勒和麦克

林尼看来，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也是与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使用语言

的方式和传统决裂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这是那个时代所体现的致力于重塑战后世

界的现代主义和进步精神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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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撑这一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认识，海勒和麦克林尼详细论述了社会

语言学奠基人甘柏兹、拉波夫和海姆斯的田野调查（Heller et al.，2017）。甘柏兹

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印度工作。那时的印度刚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在

经济发展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印度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多

样性。作为来自美国的方言学家，甘柏兹在印度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多语问题，

而这些语言的变异性也使甘柏兹和他的同事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语言、社会、文化

之间的关系这一跨社会和跨地区的问题。一面是各种语言变体，一面是种族、宗

教、阶级、性别造成的社会区隔及其各种形式，这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二

者通过什么方式联系，这些问题也使甘柏兹越发对社会语言学感兴趣，同时也使

甘柏兹发现，从这个视角的确可以观察到人们在语言使用上的不同如何造成社会

生活上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甘柏兹在印度的田野调查工作构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社会语言学这一新学科的基础（Heller et al.，2017）238。

拉波夫和海姆斯成为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和研究与当时的

社会现状紧密相关。例如，海姆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

子弹造成的巨大灾难震惊不已。同时，他还作为语言人类学家在俄勒冈州温泉镇印

第安保留地（reserved land）接受训练。这块保留地被当地称作瓦斯卡、特尼诺、佩

尤特的三个部落共同占有和管理，他们分别说克什特语、努姆语和伊希金语。同

时，在这块保留地上还有一个区域说着一种类似贸易行话的洋滨腔。海姆斯的这段

人生经历对他后来进行交际民族志研究很有帮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为什

么在交际民族志研究中特别重视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与海姆斯的经历类似，拉波夫早年也对社会语言问题有切身的感受。他在参

加致力于社区发展、消除贫困以及防止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实践项目过程中，

了解到在曼哈顿下东区的移民安置点由于贫穷和歧视所导致的青少年犯罪情况，

特别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青少年犯罪的猖獗程度。这对于他在后来的变异社会语

言学中建立起语言变项（如 floor 这个单词的不同发音）与社会变项（如性别、年

龄、种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共变关系（correlation）具有重要影响，同

时也体现出拉波夫的一种社会关切，即他后来提出的一个主张：非洲裔的美国学

生不是因为没有掌握好被称为“标准英语”的语言而学业成绩不佳。在此基础上，

拉波夫提倡非洲裔美国人讲的英语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并一直呼吁非洲裔美

国人的英语应该更多地被融进学校的课程之中（Heller et al.，2017）255。

可见，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一方面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中，另一

方面也体现在学者对当时的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之中。正如祝畹瑾指出的那样，

当时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由此涉及的语言问题吸引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

是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奔赴各地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

写成了不少开拓性的学术论文”（祝畹瑾，2013）3。甘柏兹在对印度北部地区进

行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印度北部村庄里的方言差别和社会分层》，海姆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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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底层儿童语言问题的研究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以及拉波夫基于纽约

市哈勒姆区非洲裔美国人说的土话的观察对黑人语言能力“缺陷论”的驳斥，都

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社会语言学家对社会语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础之上。

与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临的语言问题不同，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面临

的语言问题主要是制定和实施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社会语言学在

中国的缘起也是语言学家对中国面临的社会语言问题进行研究、服务国家发展的结

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革故鼎新、百废待兴；国家和社会在语言文字方面

也面临许多紧迫的现实问题，如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语言的规

范、普通话的确立与推广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并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奠定了

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也确定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方向。

从理论上讲，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

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其明显程度之大，以至于 1978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见证社

会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起源（王春辉，2019），甚至这一时期（1979—

1987 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初创阶段”（郭熙，2013）36。但是，不可

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语言学的

研究在实践层面就已经展开。例如，1952 年 2 月 5 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

会”成立，1954 年又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 年 1 月，《汉字简化方

案草案》印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 1955 年 2 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1955

年 10 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明确了文字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汉字

简化方案；1956 年 2 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发布；1958 年 2 月 11 日，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

的决议》。以上这些资料表明，我国社会语言学在起步阶段的研究是语言规划方

面现实问题驱动的结果，适应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王春辉，

2019）。与这些实践层面的一系列举措相呼应，在理论层面 1952 年创刊的《中国

语文》和 1956 年创刊的《文字改革》成为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和展开相

关讨论的重要平台。根据王春辉的研究，《文字改革》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

机关刊物，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家的文字改革方针、任务、政策，贯彻百家争鸣

方针，讨论文字改革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文字改革参考资料，普及与文

字改革相关的语文知识，报道文字改革的动态和国内外对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反

应，同时也发表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范畴的学术文章（王春辉，2019）。与《文字

改革》有所区别，《中国语文》则刊发分析和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章，为汉语拼

音方案的顺利出台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步阶段，学者们

围绕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本体规划（如词典、

汉字简化、拼音方案）、地位规划（如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

系、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等）的研究成果（王春辉，2019），为社会语言学在中国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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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关于社会语言学在美国和中国起源的讨论，田海龙、赵芃（2021）

认为，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建立在语言学家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

同时也建立在语言学家对这种社会实践的反思和理论思考之中。可以说，如果没

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原殖民地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成立民族国家之

后需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语言问题，就不会有后来的社会语言学；如果

没有语言学家在重新界定官方语言、实施民族语言规范、制定语言教育方针等方

面的实践，也不会有后来的社会语言学；同样，如果没有语言学家对这些实践的

反思和理论思考，也不会有社会语言学。正是这些与语言相关的社会问题为社会

语言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对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语言状况进行田野调

查和政策规范，不仅在政治上服务了国家发展的需求，而且也在学术上形成了我

们现在称之为的社会语言学。与此类似，思考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也

是因为应急语言服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因此受到学界的广泛

关注和深入探索。社会语言学在语言学家的语言实践和理论思考基础之上发展而

来，应急语言服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应获得学者对相关

问题的理论思考。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应急语言服务所具有的社会语言学特征及

学科属性，就成为应急语言服务理论探索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5  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

基于以上讨论，如果需要将应急语言服务归于一个现有的语言学二级学科，

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无疑是社会语言学。但是，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并非

如此清晰明了。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其他的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为应急语言服务提出一个新的学科名称。这方面有学者已经做出了

尝试。王立非（2020）曾提出“应急语言学”（Emergency Linguistics）的术语，认

为可以在语言学和应急管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语言学分支，专门研究语言的

应急性质、应急功能、应急运用、应急翻译、应急方法、应急技术、应急教育、应

急管理。他提出“应急语言学”的构想首先考虑到应急语言理论构建，认识到这

是“应急语言研究走向体系化和学科化的基础，也是应急语言学是否成立的关键因

素”。为此，他提出应急语言理论至少应该包含九个核心内容，如应急语言政策与

规划、应急心理语言、应急社会语言、应急语用、应急翻译、应急语言教育、应急

语言管理、应急术语、应急语言技术。如此为应急语言服务设立一个新学科，最大

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突显应急语言服务的特性，包括它的理论特征、应用特征

和教育特征，同时为应急语言服务设定特定的研究内容。然而，这样一个全新的学

科在得到学界认可之前，需要发展出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系统可行的研究方

法；这将是一段漫长的自我完善之路，其结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种可能是将应急语言服务归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提出这种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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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并没有深入论述其原因和依据（张天伟，2020；张馨元 等，2021），但是从

本文的相关论述可见，应急语言服务就其实践性而言具有很明显的语言应用特征，

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应急语言服务所提供的方言翻译和外语翻

译服务、《护患沟通读本》等产品，都具有明显的语言应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

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不无道理。然而，由于“应用语言学

发展最充分的分支是外语教学，有时这个名称似乎只指这个领域”（克里斯特尔，

2000）23-24，所以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也需要进一步深入讨

论，并且需要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可见，以上两种可能性都需要进一步的论证。而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社会语

言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在本文中已经得到了初步论证。就社会语言学的起源来讲，

了解了语言学家对解决当时的社会语言问题所做的贡献以及这种实际工作对社会

语言学的建立所起的推动作用，再看语言学家在抗击疫情中所提供的应急语言服

务以及对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思考，21 世纪的应急语言服务与 20 世纪中叶刚起

步的社会语言学之间的一种逻辑联系便会浮现出来，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语言学

在注重解决社会生活中的语言问题上的共同特征也会突显出来。然而，这并非是

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的唯一依据。社会语言学一直被认为是

基于对经验的总结和注重对语言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在 21 世纪有了改变，以

至于对语言现象进行阐释并建构小理论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发展趋势（田海龙 

等，2021）。提出应急语言服务具有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属性，也是期待应急语言服

务在社会语言学的这个发展趋势中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概念，不仅使

应急语言服务在实践层面能够解决社会语言问题，而且在理论层面对这种实践过

程做出系统性的阐释。例如，可以采纳批评话语分析的阐释路径，深入剖析语言

对于危机的建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批评话语分析亦

具有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属性（田海龙，2012），但是这也表明，将应急语言服务纳

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更有助于从事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学者吸收社会语言学

和话语研究成熟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对应急语言服务进行跨学科的理论思考，深

刻认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社会语言学及其相关理论做出补充和发展。

6  结语

本文对应急语言服务在抗击疫情中做出的贡献和学者关于应急语言服务的理

论思考进行讨论，进一步思考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在分析将应急语言

服务列入应用语言学和提出应急语言学等观点之后，论述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语

言学学科属性。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来看，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语言学建立之初

重视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相一致，同时学者关于应急语言服务实践的理论思考也与

语言学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社会语言学理论一脉相承。不仅如此，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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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应急语言服务理论的迫切性与社会语言学在 21 世纪注重发展理论的趋势相得益

彰。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撑应急语言服务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观

点，但是也需要认识到，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还需要更多深入细致的论

证，期待后续有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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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competency framework, with a modularized curriculum,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30 Years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Kazakhsta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YANG Bo; WANG Tianju  
Kazakhstan is adjacent to China, and is a link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fter 

gaining independence in 1991, Kazakhstan urgently needed to unite its people and build 
a modern nation-state. Regard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language planning, Kazakhstan 
has gon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from “Kazakhization” to “Kazakhstanizatio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has lead to a wide spread recogni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by all ethnic group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languages in Kazakhstan. 
However, due to geopolit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asons, language planning in 
Kazakhstan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re-structuring of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state construction, the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oliticization of language 
issues, and the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Reform of Alphabetic Latinization in Kazakhstan.

Analysi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in Afghanista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E Jie
Afghanistan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LE) policy and 

practice can provide reference in promot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fghanistan. Afghan FLE has experienced stages of beginning, development, adjustment 

and stagn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21st century, in pursuit of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Afghanistan has made achievements in FLE planning. Since their FLE 

polic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interests, after Afghan Taliban regained power, 

China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loc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es there. For 

instance, we can facilitate the cultivation of Afghan native Chinese teachers, and compile 

a set of localized textbooks to meet the needs of local Chinese learners, so as to boost the 

education and use of Chinese there.

The Disciplinary Attribute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A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TIAN Hailong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ELS)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

COVID-19 battle thus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It also promotes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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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including the discussion about its disciplinary attribute. The present article, 

starting from the idea that sociolinguistics comes from linguists’ study of real-life 

language problems, proposes that ELS bears obvious sociolinguistic attributes, despite 

its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o attribute ELS to sociolinguistics i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disciplinary feature of ELS in theory and to further ELS in practice.

A Study on Linguistic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China: Connotations, 

Extensions and Reflections

CHEN Lianwen
The linguistically disadvantaged group (LDG) refers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because of their insufficient language ability or the difficulty in developing their 

language skills to adapt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trouble i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and are thu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society. LDG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3 categorie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ir disabilities, they can be grouped into linguistic, 

written and technical. Based on their disabilities and from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ose with and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ement. A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LDG are relative, dynamic and comprehensive.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LDG focuses on language rights,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athology and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need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both at macro and micro levels.

Features of Linguistic Biometric Information and Its Security Protection

CHEN Meihua; OUYANG Xibei
Linguistic biometric information (LBI) is widely used in the area of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because of the personal attributes and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it can provide.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definition, features, 

applications and related studies of LBI with the purpose of showing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ety today. Meanwhile, by analyzing existing cas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of linguistic biometric security, highlighting the urgency of protecting LBI.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tection of LBI in China’s official 

documents, laws and regulations by referring to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codes of 

conduct, as well a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is field. Furthermore, taking 

implications from the present case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standards,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protecting LBI safet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tect effectively the security of L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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